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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商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如何克服之前政商关系的弊端，打造
新型政商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虽然
只有“亲”“清”二字，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
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
关系。政商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检验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四者立体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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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
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深刻阐述了新
常态下的新型政商关系。他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
括起来就是“亲” “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
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
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

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
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
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搞权钱交
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
同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多沟通，讲真话、说实情、建
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
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

搞经营。习总书记以朴实生动的话语，精辟地阐明了
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目标和实现路径，令人耳目一

新。新型政商关系以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间的
关系为切入点，意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清晰厘

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既有利于推动我国新发展

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也有利于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嵌入型自主”与新型政商关系

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是古往今来的一个世界性难

题。政商关系太近，容易产生寻租、腐败，政企不
分; 太远，又不能充分发挥 “看得见的手”和 “看
不见的手”的协同效应，导致政府缺位和市场失灵。
政府太强缺乏制约，容易形成“掠夺型国家”; 政府
太弱缺乏自主，又容易被商业利益集团俘获利用

( 比如有些国家的强大商业游说集团) ，变成 “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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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家”。
大量研究表明，理想的政商关系，意味着政商密

切互动，但又各自行为独立，边界清晰。在这种关系
下，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 “看不见的手”能
够协同互补，发挥最大的效用，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

性发展。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彼得·埃文斯 ( Evans)
将此种政商模式称为“嵌入型自主” ( Embedded Au-
tonomy) ，此种国家类型为“发展型国家” ( The De-
velopmental State) 。［1］20 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便
依托合理的产业政策、良好的政商合作实现了经济腾
飞，成为发展型国家 /地区的典型。
计划经济时期，在国际复杂形势和国内艰巨建设

任务的背景下，我国实行了较为集中的政治经济体

制，依靠国家计划和中央政令来推动建设，形成了以

国家自主性为中心的行动逻辑，高度依赖从中央到地

方的科层制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改革开放以来，这
种“压力型”体制有利于发展计划的实施，但在转
型时期，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方面，在市场化浪潮
中，少数官员自身角色的定位不清，易受到利益集

团，尤其是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滥用了手中的行政

权力。另一方面，公务员的专业化过程也可能导致过
度科层化，行政体系 “悬浮”于社会之上，加之各
部门以项目制的方式自上而下推动任务完成，社会经

济治理趋于碎片化。
埃文斯提出，解决政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需要

形成“嵌入型自主”政商关系模式，即国家在保持
自主和独立性的同时，需要嵌入社会中，保证国家在

政策制定和执行时既有自主性又能充分考虑商业部门

和各种经济主体的需要，从而使国家的各项政策最大

限度地符合实际需要并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各主体的

积极性，达到最好的政策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

效果。［2］

“嵌入型自主”对我国政商关系和经济发展颇具
借鉴意义。当前，正值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经济社会
转型进入新阶段、达到新深度。国家要实现整体发
展，但地方的差异和分化加剧，多种路径和多元利益

需求相互交织，传统政府权力的单一管理和自上而下

的“压力型”体制已难以为继，要求转入现代化的
治理模式———强调在政治－经济－社会复合结构下实
现政治改革、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的协同共进，这也

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全面深化改革“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的调
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

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这
意味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是统筹多
个领域、多项制度，“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需要政府
治理、市场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立体联动，核
心就在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我国政商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存在问题

自古以来，我国政商关系就比较复杂。在中国
漫长古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商”作为 “四民”
之末，被看作是不利于君主统治和人员管控的群体。
长期处于从属、依附地位的商业生存空间狭小，加
之古代中国货币金融体系不完善以及对顺应封建统

治秩序的要求，商人群体只能通过寻求与官员的结

盟以保证对政治环境的敏感性，并获取更多的稀缺

性资源。近代以来，无论是 “自强”还是 “求富”，
中国的工商业发展都与清政府牢牢捆在一起。商人
地位的提高和商业的兴起都是在当时当世局势下国

家、大官僚与大商人在垄断性政治经济权力下合谋
的结果。这种亦官亦商发展模式促使政府成为直接
介入经济发展的 “经营性”主体，官僚运作和商界
密不可分，双方依赖所谓行会、商会关系网互行襄
助之实。清末维新、改良以及官员派系斗争中，官
员政治声望和政治地位的上升无不得到商界的有力

支持。这与今时今日地方政府靠民营企业家 “拉政
绩” “谋晋升”的做法实为一脉相承。一方面，官
员依靠经济资本所形成的优势对于官员在政治官僚

体系中资源控制权的掌握具有不可比拟的地位，政

府与商界搭建合作平台不单单着眼于利益互通，还

意在政治经济同构，加固政府施政的合法性; 另一

方面，商人凭借经济资源和身份地位的提升直接谋

取更多政治经济利益，间接影响政治、政策走向，
甚至成为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人物。
但建立在非正式关系基础之上的政商联盟并不

利于商业长远发展，因而繁荣与衰败总是呈现出明

显的周期性，而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实现稳健积

累。国民政府时期的“黄金十年”，民族工商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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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无论是从技术水平还是管理水平来说，在当

时处境恶劣的条件下都有明显的提高，但终因战乱

和金融系统的崩溃而付之东流。 “黄金十年”虽由
国民政府全力建设和推动，但因资金短缺、四大家
族、政府腐败也断送了民族工商业的健康发展，之
后很长一段时间皆以官僚资本主义或官僚买办资本

主义的形式出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春天匆匆

到来、草草结束。由此看来，在政局变幻中，商人
和官员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体不当的关系问题，还涉

及当政阶级与商界、政党派系与家族财阀从局部政
治斗争到国家发展战略等各个层面。同样，十八大
后经纪检、司法部门所打掉的“小山头”“小团伙”
大都是某些官员借助地方商界大贾的资本通过经营

权力和控制资源再分配来维持和强化自身利益团体

所在体系的“秩序”和 “规则”，以实现对外封闭、
对内共享的资源非法占用权，这种不当政商关系虽

然有着复杂的当代制度原因，但也受到我国历史上

政商关系模式的深刻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使得我国政商关系的图景

变得更加复杂。针对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政商关系
存在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对国有企业而言，政企不
分及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是主要问题。因此，应该
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的现代企业制度。对民营及外资等非国有企业而言，
政商关系则缺乏适当的边界: 部分官员公器私用，

通过与民营企业家结成不适当关系来片面追求个人

政绩和不正当个人利益。同样，一些民营企业家为
了获取便利和竞争优势，精心编织与官员们的利益

网络，通过官员的庇护获取市场资源、超额利润和
政治利益。与民营企业拉近政商关系有助各地政府
在“增长竞标赛”中取胜，却造成政府—市场—民
营企业三者间的关系错位———政府以权力为寻租，
行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角色受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民营企业以勾结

官员寻求经济利益，严重损害了竞争的公平性。［3］

在此种错位下，商人争利的需求越发膨胀。某些地
方企业往往标榜自己全力推动支持地方产业和地方

经济发展，实则通过私人关系、暗箱操作等方式与
政府形成不正当的政商关系挤占市场或提高市场准

入门槛进行排他性经营，引发不正当竞争。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不恰当的政商关系中，

“政”“商”双方要么把对方看作是控制政治经济优
势的手段，要么将对方作为获取政治经济地位优势的

象征，这种政商实践通过实际的资源交换和理念建构

得以制度化，形成政治经济运作中特定的规则和

惯例。
而当代政商领域问题频发还有两个更深的制度根

源。其一，企业经营权利不明确、经营领域不明晰，
这种模糊性让“寻租的官员”和“寻求庇护的商人”
得以结成灵活的利益输送联盟。例如，在分税制改革
后，地方政府虽不再直接插手公司的经营事务，却发

展出一系列非常规的权力运作方式，凭借其对土地、
财政等稀缺资源的控制权同辖区内企业结成利益联

盟，突破正式制度对政商边界的限制。［4］其二，市场
运作相关政策制度以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

企业经营环境不稳定。在市场规则无定式的情况下，
“换届换思路”“换个领导换批树”的“人治”模式
下，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多变而显得无迹可循，“今年
先进、明年遭殃”式的产业发展方式使得区域内企业
正常的经营活动难以得到长远的保证、地方产业建设
政治化。为了避免风险，企业不得不挖空心思揣摩地
方政府治理模式、官员好恶，打造自身经营行为的人
情基础。［5］

政商关系发展除了同一定的外部环境和利益相

关，还受到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体系影响。威权主
义国家向来通过一套行政班子利用和汲取社会资源

来进行社会管理，这导致政府与社会、工商界相互
之间时刻从各自利益出发以满足己方需求为目标，

相互之间各为对方的利益代理人。而国家作为规则
的制定者、维护者，社会领域公平正义的护卫者，
不应该只承担控制和管理的职能，其合法性应当来

源于“治理”而非“统治”。“统治”视角下的政商
关系体现出来的是工具性和互利性，是封建式的发

展模式; “治理”下的新型政商关系意在在明确法
律框架下对社会秩序进行重构。这种社会秩序的重
构在当前中国现实情况下比较接近于构建 “发展型
国家”的思路: 国家主导，嵌入社会。据此，新型
政商关系可以以企业 ( 公司) 治理为突破口，依靠

社会，加强政府在市场治理领域的能力，强化社会

·23·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 2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企业治理、
社会治理立体联动、综合发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当前，正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时期，经济、
政治、社会等方面都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新的
变化。新常态条件下经济增长呈现“L”型走势，产
业升级、结构优化调整更为重要，民营经济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如何克服从
前政商关系的弊端，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不但是一个

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习总书
记提出新型政商关系既要“亲”又要“清”，与埃文
斯提出的“嵌入型自主”政商关系模式有异曲同工
之妙，不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辩证智慧，也

闪烁着现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光芒。用好 “有为”和
“无为”治国理念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治理要嵌入社会
关系和社会结构中，顺应社会才能使人民 “自化”
“自正”“自富”和“自朴”。
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虽然只有“亲” “清”

二字，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复杂的

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
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
是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企业 ( 公司) 治
理体系，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即我国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具体到构建
新型政商关系这一问题上，政府治理是根本，市场体

制改革的核心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建立公平开放

透明的市场规则的前提是重新界定和转变政府职能，

以“法治”规范政府行为，用 “效率”减少政府干
预，执“公平”兜底和检验政府服务; 市场治理是
关键，改革传统监管体系、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既是推动其他领域治理改革的前提，也是

动力; 社会治理是政商关系转变的契机和实现未来可

持续健康发展的依托，作为联系政府与市场的中间力

量，培育社会组织、加强社会对话是变政商困境为发
展机遇的调和剂，更是新型政商关系长远发展的载

体。在贯穿新型政商关系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政府治

理为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清除障碍和打开局面，市场
治理为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贡献力量和激发活力，社
会治理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提供了一个和谐有序的
社会环境。而归根结底，企业 ( 公司) 治理是政府、
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一方的
缺陷都会成为企业 ( 公司) 现实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就单个企业而言，其必然受到整个市场经济社会宏观

环境中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也能够透过企业家、公
众作用影响到政府决策、市场运作和社会发展。因
而，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公司治理
四者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新型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得

以实现。
在政府治理方面，要大力推进 “法治型政府”

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一方面要用法律法规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和行为

边界，建立“法治型政府”; 另一方面要转变政府理
念，从过去以管控、限制为主，向服务、监管为主转
变，打造“服务型政府”，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经
济发展环境。
国际经验表明，加强法治建设在遏制政商腐败方

面尤为重要。历史上的美国也曾经历严重的政商腐
败。但媒体和民间揭露官商勾结的 “扒粪运动”推
动美国国会于 1977年通过了《海外反腐败法》。该法
历经 1988、1994、1998 年三次修改，成为美国海外
反腐的“尚方宝剑”。此法的严厉之处在于，不仅外
国企业或自然人在美国境内实施行贿会受到惩罚，而

且美国公司或自然人在海外行贿也会受到惩罚。该法
的实施，有效遏制了行贿受贿和政商腐败的发生。在
市场经济和法制尚不健全的中国，各级政府行政往往

超出法律之上，企业的腐败行为充当了 “润滑剂”
和“保护费”的作用，既能获取程序上的政治便利，
还能得到如政府补贴、税收奖励等一定的政治收
益。［6］近年来，随着反腐倡廉的深化，法律规制从
严、政策收紧，于是更具掩护性的通过具备官方性质
的“地方发展基金”“公益基金”的投资成为企业向
地方领导示好、表忠心的 “合法”手段。要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加大法治建设力度，
消除政商腐败的制度土壤，同时使法律在预防腐败方

面产生真正的震慑作用。
服务型政府则意味政府要秉承一视同仁、繁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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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所有制经济的理念来制定规则，营造平等稳定的制

度环境，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让市场发挥配置

生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庞大的国企作为我国经济主
体中一类特殊群体处在亦政亦商的地位，在非完全竞

争市场下，国企较民企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优厚的政

策扶持，同时具有形式上的科层化和实质上的领导独

断治理结构。与国企竞争的民营企业面临着不确定的
环境和有限的资源，只有加强同政府的关系获取更多

内幕消息和个人权力资源才有可能得到和国企同样的

竞争机会; 同国企发展业务关系的民营企业也要学会

想方设法凸显官员政绩和搞清其内部的派系地图，讲

究“站队”经营。［7］因此，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法
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领域，取消股比和经营范围等
限制，切实降低准入门槛，打破区域行政壁垒。保证
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在市场治理方面，要推动传统市场监管向治理创

新转型，形成多元共治的市场治理格局，建设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个别官员和商人之所以能
够设租、寻租，官商勾结式腐败之所以频发，除了企
业治理机制不完善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市

场监管体系存在较大问题。无论市场准入、市场运
营，还是市场投资、市场竞争等市场行为都受到政府
官员的层层审批和较大干预，市场壁垒重重、市场分
割严重，市场垄断、半垄断现象也在一些地区、一些
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为个别官员和商人设租、寻
租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助推了官商勾结式腐败的发

生。因此，要从根本上减少官商勾结式腐败，就要减
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微观干预，加大宏观调控和市场

监管力度，让市场在企业的优胜劣汰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
具体而言，监管体系改革包含四部分: 一是由

“事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型; 二
是由分散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型; 三是由行政型监管为

主向法治化监管为主转型; 四是充分调动社会组织

( 尤其是商会、行业协会) 、新闻媒体、消费者等社
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的积极性。继而，社会力量与市
场监管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等多
元力量协同共治的市场治理格局。
当然，政府减少微观干预并不意味着在市场治

理领域的全面的退出，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

为但不越位。一方面，政府要有协调经济主体的策
略。除了制度化的法律条文，政府还可以借助弹性
的政治传统和社会文化进行监管和微观调控。［8］另
一方面，政府要有制度创新和因地制宜进行改革的

魄力，关键时刻要有 “不破不立”的决心和手段，
拿出“先行一步” “包产到户”式的改革勇气和制
度远见。具体来说，首先，政府要超越单个企业发
挥出整体层面的工商业规划和布局，积极对接市场

化改革要求进行市场秩序的治理，同时分类推动传

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让该淘汰的有序退出，能发展
的积极育成，回应新时期经济技术的转型要求。其
次，破解公共服务难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

发挥发展型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优势。同时也
要注重公用设施设备的长久可持续，共享资源，共

护资源。在市场交易领域，要充分给足企业自主性
和自治权，发力事前监管和事后惩罚，简化交易程

序，提高市场交易透明度，管住政府自身 “越位”
之手，看好企业“越轨”之手。
在企业 ( 公司) 治理方面，要不断完善公司治

理体制，加快在各级、各类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的步伐。官商勾结式腐败之所以频发、企业行贿
受贿之所以不绝，除了与个别官员和企业家设租、
寻租，寻求不正当利益有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企业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企业家习惯一个人说了

算，缺乏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

制。实际上，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具有一套非常完备
而复杂的决策和监督制约机制，重大事项需要董事

会集体决定并要及时向利益相关者及资本市场公布，

董事会内设的审计委员会、外部的资本市场、财经
媒体等也发挥了较大的监督制约作用，使得公司的

违规违法成本大增，有效减少了行贿受贿和官商勾

结式腐败的机会。当前，中国大量上市公司的内部
治理结构徒有其表，监事会通常只发挥名义上的监

督作用; 董事会与股东沟通机制不畅通、战略目标
不一致; 董事会职责不明确，大量存在与职业经理

人及公司高管职责重合的现象; 具有实际影响力的

独立董事制度并未建立起来，囿于国内商业环境和

独立董事的威望、学识和背景，公司的独立董事制
度重在设置岗位而非建立制衡机制; 此外，公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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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治理机制不完善，独立的审计机构缺乏，以中小

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结构决定了机构投资者难以对

公司的运作和股价起到影响。因此，要建立完善的
公司治理体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但要持

续不断地进行企业制度改革，也要对包括资本市场

体系、政府监管机构、市场中介机构在内的相关机
构和制度进行大力改革方能成功。
在社会治理方面，积极支持和培育行业协会、商

会、产业联盟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这类社会组织
能够架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为双方提供制

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信息沟通和利益表达渠道，
并能够在政策宣传、行业自律、信息共享、人才培
养、协同创新、权益维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官商
勾结式腐败之所以在个人层面频频发生，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民营资本缺乏制度化、集体化的利益表达
和维权游说渠道，从而不得不在个人层面与政府官员

建立密切联盟关系，为双方行为越界、腐败提供了可
能。社会对话机制是欧洲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
点，在每一项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有

来自商界、社会组织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参加，这
种社会对话机制和谐了政商关系，降低了政商勾结式

腐败的概率，也提升了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值得我

们借鉴。
因此，要构建 “亲” “清”政商关系，减少政

商腐败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历史和国际经验就是要

保证各类民营企业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首先，政府
政协部门、统战部门和工商联应做到与民营企业联
系常态化、制度化，保证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能
通过正规公开的政治参与渠道反馈到相关职能部门。
其次，发挥现有企业家协会作用和助力产业、行业
协会自主发展。“知屋漏者在宇下”，企业家群体和
产业、行业协会作为主要实体经济发展的承担者是
与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经济发展的微观运作

和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良缺憾他们是最为了解的。经
济与政治向来相伴而生，市场的充分完善与否同政

治系统的公开有效程度密切相关。政治系统运作不
得当、暗箱操作盛行之际，有多大的自主性就有多

严重的政商勾连腐败; 反之，在政治系统完善、开
放清明的条件下，充分的自主性推动经济主体进行

健康政治参与，减少对私人关系的依赖。自主性的
发挥不是单一地向社会开放空间，关键在国家制度

和结构的改革，政府政治系统的改革应和社会结构

的聚合同步进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退出和重新布

局应配合社会自治组织的发育壮大。［9］这种多元共
治的社会治理体制摒弃了以往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

过程中“一言堂”的 “懒政”思路，引进多方参
与，“上”“下”联动，能够积极适应变化了的多元
利益诉求，不但有利于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也有

利于社会的和谐和长治久安。
政商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

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检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习总书记关于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讲话，不但澄清了以往
关于政商关系的认识误区，指明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新型政商关系的目标和路径，也有助于完善政府治

理、企业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进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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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as in serious political life，succession of leadership and
continuity of major policies． ( 3) CPC is proactive in promo-
t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elf－adjustment，which enables
it to better rise to challenges． Looking at the succession and
its mechanism in CPC leadership on top and each level in
the light of global“relay”of overall national competitive-
nes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po-
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lps strengthen
the conviction about the institutions embedded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CPC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Mechanism

The New Type of Government－Business
Ｒelationship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

Yang Dian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nspiration of“embedded

autonomy”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government －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China，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lexities
and problems of government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n Chi-
nese history，particular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uthor points out，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tradi-
tional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establish a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China，is not only an e-
conomic issue，but also a vital political issue． Although the
cor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ship are just two simple words—qin( close) and qing( pure) ，
how to establish this new relationship is a huge and compli-
cated project．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related to government － enterprise relationship and official －
businessman relationship，but also involves government－mar-
ket relationship and government － society relationship． To
some extent，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
tiveness of a country，and it is also the test－stone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 In order to establish
such a new type of government － business relationship，we
need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reform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market governance，social govern-
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The New Type Government － Business
Ｒelationship，Developmental State，Embedded Autonomy，
Government Governance，Market Governance，Corporate
Governance，Social Governance

The Strategic Design of the Ｒeform on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in China

Huang Yan－fen ＆ Li Yi－d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its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real estate basic system and a long－term

mechanism that adapt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he
paper re－defines the functions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and suggests that a Housing Policy－oriented Finan-
cial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mutually－assisting should be es-
tablished in order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ld system
framework and guarantee long－term steady and healthy de-
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Key Words: Housing Provident Fund，Strategic De-
sign，Ｒeform

The Bi－weekly Consultative Symposium: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f CPPCC
Tan Huo－sheng

Abstract: As the most remarkable institutional innova-
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PPCC，the bi－weekly
consultative symposium has transformed from a nonsched-
uled consultation to a periodical deliberation and established
a set of normative procedure． As a kind of consultative de-
liberation，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neutrality and authority．
The bi－weekly consultative symposium embodies an institu-
tional advantag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be-
cause it can link deliberation to decision－making effectively
which is a big problem that has troubled deliberative democ-
racy in western countries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the Bi－weekly Consultative Symposium，
Consultative Deliber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Ｒeconstruction of Health Care System Under
the Context of‘Silver Economy’: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derly
long－term care and medical services

Yang Yan－sui ＆ Chen Cheng－cheng
Abstract: The health and longevity in the normal socie-

ty stimulates the medical nursing services needs，including
daily care，disability care，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re-
habilitation after illness，emergenc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ck and non －disease，medical
and non － medical，residual and non － residual． Discussing
long－term care for the aged in general may lead to the dislo-
c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mismatch of service sup-
ply and demands． This article insists on the principle of
“classific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and“integration to re-
duce costs”，which divides the long － term care needs into
three categories: aging disability care，sick disability care
and dementia disability care，and then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long－term care，elderly emergency
treatment，late rehabilitation and chronic disease manage-
ment in the following six dimensions: the number of day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ces，service contents，payment，
beneficiary and means of payment· Moreover，we distinguish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various types of long － term
care projects for the aged，and then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and finally realize the integra-
tion of long－term care and medical service suppl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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